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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对经济政策影响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个中西方比较的视角

王　瑶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１００８３６）

内容摘要：政党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将政党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并检验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研

究发现：西方政党轮流执政是造成经济政策失灵和国有企业困境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中西方政党制度可以看

到，以“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和“实质民主优于选举民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不仅克服了西方

国家的政府失灵，还是“中国奇迹”的内在根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因此，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应该是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以

及彰显我国国家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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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政党制度是有关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各种制度的统称，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开始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制度，使政党活动法律化从而使其在
国家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政党参与形成人民的政
治意志。可以自由建立政党。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
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如苏联１９７７年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
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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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①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②

政治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选择并且由此影响经济表现的客观事实，使得政治制度与经济运行
的关系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的兴趣。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研究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相
互作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成长领域。具体来说，微观领域出现了以俘获理论为代表的经济管制
理论③，宏观领域出现了以党派理论为代表的新政治宏观经济学④。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１９９３）在诺贝尔奖演说中所总结的，“政治组织明显影响着经济绩效，是因为它们决定并实施
经济规则”。⑤ 这些为我们将政党制度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动因和效果提供了理论
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论证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需要确立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国家制度的

状况。具体地说，国家制度由政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组成。国家机构一般包括代议机关（西方国家
通常是议会，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西方国家通常是内阁，我国是国务院）、国家元
首（西方国家通常是总统，我国是国家主席）、司法机关等。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国家机构的形
式设置上是类似的。但政党制度的差异却很大：西方国家主要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国则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鉴于此，对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探索中西方国家制度优劣和不
同发展道路的重要一环。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总结国家制度优势是当前我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
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⑥

此外，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问题：“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⑦关于国家制度优势，习近平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指出，“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而“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使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⑧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可以
派生出两个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是什么？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处理好“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以及彰显我国国家制度显著优势上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
过将西方政党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来检验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给出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再通过
对比中西方的政党制度，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下的政府失灵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是由两个较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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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政党轮流执掌政权的制度，它相当于政治上的双寡头垄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现存的政党制度属于典型的两党制。多党制是由两个以上政党或政党联合轮
流掌握政权的制度。今天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均属于多党制国家。相比较两党
制而言，多党制由于政党之间依靠选举的偶然胜利或与其他政党联合而执掌政权以致更容易出现
政府更迭和政局动荡。这里要说明的是，欧美国家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可以被划分为左
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两大政治派系。欧洲各国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在发展经济的理念方面，彼此的
指导思想与主张是根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右翼保守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等）
历来主张并奉行私有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等，而左翼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等）则
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搞国有化和执行福利政策。

（一）微观管制失效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经济管制的原因是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造成的市场失灵使

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如果将政党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制定经济政策
的政府官员由于被代表利益集团的垄断大企业所俘获而使得政府在微观领域的经济管制失效。
这是因为，身为政治家的管制者，其行为选择也是理性的。管制者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换
句话说，政治家进行经济管制的首要目的是自己获得政治资源而不是考虑民众的利益得失。正
是基于这一点，原本是对垄断企业不利的经济管制反而变成了垄断企业谋求利益的工具。具体
而言，垄断企业可以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那些政党或政治家提供活动经费、竞选经费，为其当选组
织选票。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家对垄断企业的经济管制与垄断企业收入最大化行为的要求相适
应。概言之，通过管制，政府官员获得了政治支持，垄断企业可获得经济利益。就像乔治·施蒂
格勒所说的，“管制是产业争取来的，而且其设计和实施都主要是为了使该产业获得更大利
益”。① 更进一步地，经济管制很可能倾向于组织更好的利益集团以至垄断产业在提供政治支持
时更有效，并使之从有利的立法中获得更多利益从而使他们愿意为政治家获取政治支持而投入
资源。
罗纳德·科斯对美国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年政府管制的研究状况和政策效果做出了很好的经验性

总结：“可以肯定地说，最近十五年左右对政府产业管制的重要研究，特别是在美国，远远超过了
此前的所有时期。这些研究中既有定量研究，也有非定量研究。我已经提到过了天然气管制和
药品管制的研究，不过这里还有大量的针对各种各样管制行为的研究，比如农业、航空、银行、广
播、电力供应、牛奶销售、铁路和货车运输业、出租车、威士忌标签和分区。我提及的这些研究仅
仅是我熟悉的，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没有提到。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很清楚：他们都试
图显示政府的管制或者是无效的，或者当管制有显著影响的时候，权衡利弊后指出管制的影响
是坏的，因为管制的结果无非是让消费者得到更差的产品，或者更高的价格，或者两者兼具。”②

西方国家微观管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市场竞争的形式从企业竞争变成了
党派竞争。个人使用的资源不仅包括他通过一般市场所获得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他的政治影
响。政治家或政党供给管制制度与经济政策是基于垄断大企业对管制的需求，出发点是为了获得
垄断大企业对他的选票支持。对垄断大企业而言，其付出的是寻租成本，获得的是管制带来的收
益。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政府在管制过程中由于政治家寻租、被产业所俘虏等原因，容易形成
“政府失灵”。西方国家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其实面对的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害取轻”
的边际权衡。正如詹姆斯·布坎南所言，“不必要假定：仅仅因为市场是不完善的，行政手段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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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更好。相反，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提醒我们的，存在怀疑政治过程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能力的
很好的理由。规范的、相关的比较是在两个并不完善的制度之间进行的”。①

（二）宏观政策不稳定
政党政治对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表现为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会从事为政治利益而进行

的经济操纵行为。与微观领域的政策制定者被利益集团俘获类似，在宏观领域，政策制定者仍然
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后者要求政策制定者提供将使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益的政策。由于不
同党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差异，左派政党会选择与右派政党偏好不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组合。具
体地，恪守古典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上台之后通常会出现一次上升的失业而使得经济出现衰退，

而倾向凯恩斯主义的左翼政党上台之后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加速而使得经济更加迅速地扩张。特
别是，两个政党各自所恪守意识形态的信念越强烈，那么在选举之后由于政策框架的改变而产生
的对产出和就业的扰动就越大。因此，西方国家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差
别的共同作用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过多的政策决策波动性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总量的不稳定性。

表１给出了１９４８—２００１年美国政党政治带来的差异化的宏观政策效果。

　　　表１ 美国党派因素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１９４８－２００１）

宏观经济结果 共和党总统 民主党总统 党派差异

平均失业率（％） ６．３５　 ４．８４　 １．５１
平均通货膨胀率（％） ３．９５　 ３．９７ －０．０２
平均年ＧＤＰ增长率（％） ２．８６　 ４．０８ －１．２２

资料来源：［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７页。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民主党政府会减少失业，而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增加失业。这充分
说明了党派的作用力已经对美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政党政治使西方国家政治不稳定进而导致经济遭受困境。这是因为，两个有
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都试图把财政改革的负担转嫁到对方的支持者身上直

到其中一个政党被迫接受财政负担的较大部分为止。希望连任或重新执政的愿望促使政治家用
个人利益取代了公众利益而选择了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组经济政策。事实或许正如布
莱恩·斯诺登和霍华德·文所言，“政治不稳定对经济不稳定的更深刻的影响则是由在实施对长
期稳定至关重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经济政策方面，脆弱的联合政府的无能所导致的”。② 由此可
见，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下产生的分歧很大的政策会带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
不稳定。

（三）国有企业的困境
西方政党的不同派系对国有化的取向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呈现

出不稳定的态势。以英国为例，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头三年时间，接二连三推出了八项国有化方案，

包括英格兰银行、煤炭业和民用航空业，接着在１９４７年电信业和电力工业、１９４８年在交通和燃气
业也相继实现了国有化。与工党执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有化则是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经济政策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撒切尔主义使得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都出售给私人。拿撒切尔执
政时期的英国电信案例来说，“在私有化中所有的员工将得到价值７０英镑的免费股份———并且每
个股份购买者购买１００英镑的股份就可以获得两股免费的股份。同样，每个购买２５０英镑（３次呼
叫中支付）股份的电话订户将有资格得到每季度的电话账单减免１８英镑的优惠。其目的并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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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越多的人成为股东，工党将越难以对英国电信再次国有化”。①

西方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党政治的更大影响，其运作效率相比私有企业来说也是低下的。这
是因为，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担任。管理者为了延长工作任期的可能性追
求的是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国有企业为了增加政治支持在生产方面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例如，
为了减少断电、停电的可能性而增加生产能力，因为此种做法会避免潜在的短缺和消费者的抱怨。
这意味着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行为更缺乏效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在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有为政府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经济政策目标：第
一，微观政策的目标是取得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国有企业的目标是要避免收入“两极分化”和保障社会安全。上述对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效
果的检验表明，以党派轮流执政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是造成微观管制失效、宏观政策不稳定和国
有企业困境的主因。因此，就能否实现经济政策目标而言，政府失灵的特征化事实使得西方国
家变成了无能政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其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居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
是执政党；而各民主党派则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参政党。这种合作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为前提的。

（一）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
西方国家的政党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威屈从于资本意志。对此，马克思早就深

刻地指出：“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
织形式。”“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
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因为资产者一般以国家公民的姿态出现只限于他
们的私人利益要他们这样做的范围之内。”②更引人注意的一个援引是，“在美国，虽然钱多不一定
就能当总统，但资本的意志却真的在决定、主导美国的一切。美国政权要符合资本及大资本家的
利益，甚至为它们（他们）服务，这并非政治宣传”。③

在我国，对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的解释依赖于下述两个制度：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对于前者，我
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④这意味着，中国的
私人资本不可能迫使国家服从于其意志。就后一制度来说，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⑤ 在这种意
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我国是高于一切的。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
的政府权威以及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
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在这方面，一个强势的有为政府使我
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西方国家变革中出现的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冲突
与矛盾，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问题的代价。如今中国已经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
是因为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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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习近平所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
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
话”。①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困境原因在于党派的立场分歧造成的规模不稳定以及企业管理者追

求政治支持最大化导致的过度投资。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根源于西方国家的资本意志高于政党
权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党和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
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就像习近平所解释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
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② 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
的制度优势使得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比重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具体地说，决定中国国
有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稳定宏观经济三个方面的社
会需要。③

前面指出，西方国家私人垄断形成的进入壁垒造成了市场失灵，政府管制由于被资本意志俘
获而与私人垄断相结合所形成的行政垄断导致了危害或许更大的政府失灵。在这方面，西方政党
的经济功能无法解决此悖论。在我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
础，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辅相成
关系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会出现与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相伴随的国有企业命运的不确

定性。此外，相比西方国家私人垄断形成的市场失灵，我国以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
组成的市场结构，其运作方式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从属于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和良性竞争，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市场。另一方面，与“政党权威高于资本
意志”相应的中国政党经济功能又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有为政府。在这种意义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便能破解西方国家处理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之间关系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二）实质民主优于选举民主
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有钱人的选举民主。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

罗德·迈耶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的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一文写道：“西方
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
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上行事。”④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民众的怨气将人
民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转化为对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政党的不满进而再通过政党轮流坐庄来

分散大众的注意力。事实正如列宁所言，西方的政党制度是“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
刻被另一只手抓住”，⑤进而“利用他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
切身利益的注意”。⑥ 以“轮流坐庄”为特征的西方政党制度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争夺
好处的工具。它源于西方文明“利己至上”和“斗争哲学”的文化基因，从而沦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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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政党相互之间“排挤、打压、拆台”等恶性竞争的否决型政体，结果往往陷入人民焦虑和群体
分裂的社会困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体表现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

的其他８个民主党派呈现“多党一体”的制度特征，这折射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多元性”和“统
一体”有机融合的文化基因。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和谐共生”和“求同存异”关系成功地从政治上整
合了中国５６个民族和１４亿人口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它还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结
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体现的是“实质民主”，与西方政党轮流执政的“选举民主”相比具有显
著优势。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归根到底在于离开集中搞民主，我国的实质民主
则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的。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
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这样做，既有利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避免发生重大失误甚至颠覆性错误；又有利
于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形成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①

具体来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广泛深入的意见听取和
建议讨论。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及时反映和正确表达各自联系群众的具体
诉求和利益。这样，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使得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均体现了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８个民主党派的集体智慧的贡献，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因相互对立而造成的政府失
灵现象。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制度优势使得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

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具体的经验数据可以给我们的这一论断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支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很突出。据世界银行预测，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中国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４．２％，在７７个非工业化国家中只有１０个超过了这个数字，而它
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石油出口国。②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
济增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迅猛提升：③第一，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目前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２０１８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１６％，绝对数字从建国初期１９５２年的６７９亿元
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９０多万亿元。若按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１８年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了１７４
倍，年均增长８．１％。第二，就人均收入而言，２０１８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９７３２美元，这一数字
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２０１８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８２２８
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５６６．６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５９．２倍，年均实际增长达６．１％。与此相应
的是，按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７．７亿减少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６０万，贫困
发生率由９７．５％下降到１．７％，年均下降２．４个百分点。今天，我国农村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根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每１００人脱贫，就有７０多人来自中国。第三，就人均寿命而言，由于
我国医疗卫生等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２０１８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７岁，比１９４９年的３５岁
翻了一番还多，这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创

造出的“中国两大奇迹”做出了最好的总结：“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
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
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二是社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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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
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
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
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①

四、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是属于经济政策层面的，可以概括为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均
受到一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影响。西方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弊端造成了经济领域的微观管制
失效、宏观政策不稳定以及国有企业困境三方面的政府失灵。有鉴于此，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处理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指导思想其实已转变为从逻辑上进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两害取轻”的
权衡比较。对比西方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和“实
质民主优于选举民主”两个显著特征，这从理论逻辑上克服了西方国家的政党由于被利益集团俘
获而造成的政府失灵问题从而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
本文的逻辑推论是：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寻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

间最佳结合点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是借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
征和最大优势来论证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并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第一条。② 在
这种意义上，“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可以肯定，统领其他十二个优势的“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
导”这个首要优势，必将对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实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

参考文献：

１．［美］勃兰特，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美］布鲁．经济思想史（原书第６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美］诺思．经济绩效的历史进程［Ａ］．《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编译委员会．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经济学卷Ⅱ［Ｃ］．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美］施蒂格勒．经济管制理论［Ａ］．勒布，穆尔．施蒂格勒论文精粹［Ｃ］．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５．［美］维斯库斯，弗农，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原书第３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英］科斯．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Ａ］．克莱因．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Ｃ］．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９．美国大选富豪决斗凸显“资本”主义［Ｎ］．环球时报，２０１６－０１－２５．

１０．《宪法知识学习读本》编写组．宪法知识学习读本［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２．巨力．从三个历史节点看中国经济发展奇迹［Ｊ］．求是，２０１９（２０）．

—２１—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１２期　

①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４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页。



１３．列宁．列宁全集（第２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６．裴长洪，杨春学，杨新铭．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基于量化分析的视角［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１７．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８．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９．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０．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２．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９．

２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１０－３０．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ＡＮＧ　Ｙａｏ　ＧＵＯ　Ｇｕａｎ－ｑ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０８３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 ｐａｒ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ｉｌｌ" ａｎｄ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Ｃｈｉｎ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ｉｔｈ"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Ｐａｒ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３１—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１２期　


